
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学术论争，在时间上跨世纪（从1950年延续至2010年），在空间

上跨海峡（从台港波及内地），实乃“百年龙学”的一件大事①。这场学术论争，从徐复观的“主观

情性论”文体观，到龚鹏程的“客观规范论”文体观，再到颜昆阳的“辩证性的文体观念架构”，

以其革命性、批判性和建构性，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产

生较大影响。笔者对这场学术论争的考量和反思，无意于是非功过之臧否，而意在导出一个问

题：这场学术论争在给现代龙学带来繁荣和启迪的同时，是否也留下缺憾和警示？就后者而

言，似可从方法论层面导引出关于“龙学困境”议题的反思。

一、哲学的逻辑的方法与诗性文论本体的扞格不入

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下简称“徐文”）指出：“明、清以来，提到《文心雕龙》的文

体的，几乎是无一不错。”②错在何处？误将“文类”认作“文体”。徐文认为，文类，是一种客观存

在，与主体情性无涉，而是由语言文字的多少长短排列而成，由文章的题材性质之不同而决

定；文体，则出于主观情性，出于心灵而反映心灵，是由人之情性所决定的文学的艺术性的形

相，文体论的根本功用就是培养与塑造文学心灵。徐文自始至终强调“文体”与“文类”主客二

分的不同属性，而且花大量篇幅论述主体情性对文体的决定作用，故可将徐文的“文体”观归

李建中

龙学的困境

既是跨世纪又是跨海峡的“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在给现代龙学研究带来繁荣和启迪的同时，也从方法论层面引发

关于“龙学困境”的反思。在“百年龙学”的语境下重新考量这场学术论争，可以见出龙学研究的三大困境：哲学的逻辑

的方法与诗性文论本体的扞格不入，当下理论判断及体系建构对历史复杂语境及变迁的忽略不计，以及用他山之石

（西方观念及方法）攻本土之玉（中国文论）时的事与愿违。

———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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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文体非文类”说的“主观情性”论。徐文甚至认为，“文体”与“文类”的这种主客二分不容

混淆，是整个六朝文论的共识。

然而，我们从《文心雕龙》乃至六朝文论对文体的论述中，很容易发现“体”与“类”实际上

是不可分割的，或者说常常是浑然一体的。从曹丕《典论·论文》的“奏议宜雅”③到陆机《文赋》

的“诗缘情而绮靡”④，从刘勰《文心雕龙》的“章表奏议准的乎典雅”⑤到钟嵘《诗品》“皆就谈文

体不显优劣”⑥，六朝文论家大多是将“类”与“体”放在一起说，并不强作区分。为什么徐文要冒

着曲解典籍的危险将它们强行分开呢？其实，徐复观已经觉察到将“类”与“体”强行分开并非

妥帖，否则他不会这样提问：“不过，既是体与类这样的关联密切，又为什么体与类不可混淆

呢？”⑦

问得好！其实可以这样问：既然文体与文类密不可分，为什么要将它们强行分开呢？徐文

的回答是：“除了上述的观念上的问题以外，还有事实上的问题。即是每一类中，其所要达到的

目的虽大概相同，而所形成的形相则并非一致。”⑧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以陆机的“赋”为

例。按徐文的说法，陆赋应是“一类”；但陆赋这“一类”之中，有缘情的，有体物的，有拟古的，有

论文的，形相并非一致，目的也完全不同。可见所谓“事实上的问题”并不存在；那么，剩下的就

只有“观念上的问题”了。

徐文首先是在哲学的层面讨论“类”与“体”这两种“观念”的区别：“类是纯客观的存在，类

的自身无美恶可言；体则是由人的创作而来，离开了作者主观的各种因素，便无所谓体。”⑨

“类”与“体”，一是客观，一是主观，中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怎么能够混为一谈？又怎么能

够混为一体？“体”是主观的，是由情性决定的，绝对不可能也不应该与属于客观范畴的“类”相

混淆。徐复观甚至认为，将“文体”与“文类”混淆，是龙学研究的一个“死结”，他的使命就是要

解开这个“死结”。而实际上，只要征之于六朝文论的文本真实，则不难发现所谓“死结”，是徐

文对六朝文体观念的“哲学虚构”与“逻辑强求”。又可见所谓“观念上的问题”，实为徐文以哲

学的和逻辑的方法对六朝文论“类”与“体”这两个文体观念强作区分所引起的。

在众多与徐文商榷的文章中，龚鹏程《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下简称“龚文”）与徐文针锋

相对：徐文说文类不是文体，龚文说文类就是文体；徐文说从明朝到民国关于“文体”的解说都

是错的，龚文说没有错，错的是徐复观自己；徐文说“文体”是主观的，是由主体情性决定的，龚

文说文体是客观的，与主体情性毫无关系……龚文以“客体规范论”反击徐文的“主体情性

论”，使用的也是哲学的和逻辑的主客体切割法。只是龚文反过来，认为“文体”就是客观存在

的语言结构和形式规范，也就是被徐文所认定为“纯客观存在”的“类”。

龚文专辟一节“六朝人对‘体’的看法”，摘引十多条《文心雕龙》语录，以证明“体”是“客观

规范”⑩。有趣的是，当年徐文也是从《文心雕龙》之中摘引语录，以证明“体”是“主观情性”。同

一位刘勰，同一部《文心雕龙》，居然同时为观点完全相悖的正方和反方提供支撑材料。难道刘

勰自身就是矛盾的？作为这场论争的第三方，颜昆阳看出了这一点：“然而，这是不是显示《文

心雕龙》的文体观念有矛盾？假如我们从西方逻辑性、封闭性、体系性的知识论来检察《文心雕

龙》，或许会作出以上的批判……在以辩证圆合为性格的中国文化脉络中，许多学问的合理

性，实不应以逻辑性的知识论作为判准。”輥輯訛颜昆阳《论〈文心雕龙〉“辩证性的文体构架”———兼

评徐复观、龚鹏程〈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下简称“颜文”）接着指出，以往对《文心雕龙》“文

体观念”的诸多诠释，常落在抽象的逻辑概念，而甚少人注意到它的辩证性的观念架构。由于

中国学问的经验归纳性质（这也是诗性特征之一），因此我们很难从假设、推论、结论这些形式

逻辑的思想方法去理解它。颜文这些观点，无疑触到了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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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缺少哲学的逻辑的方法是万万不能的，但哲学的逻辑的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并非

是“万能”的，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从本质上说，包括“文心雕龙文体论”在内的中国

古代文论是诗性的，或者说是诗性与逻辑性相交融的輥輰訛。中西文论有着共同的诗性智慧之源，

当西方文论走上哲学化、逻辑化之路时，中国文论却依然保持着自己诗性与理性相融合的传

统。仅就被徐文视为“死结”和“不可逾越”的文学主客体关系而言，若以哲学的逻辑的眼光来

审视，两者的确是界限分明而不容混淆；若以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眼光来观照，两者则有如庄

周梦蝶不知何者为周何者为蝶。《文心雕龙·物色》谈文心与物色的关系，既可“与心徘徊”又可

“随物宛转”，既有“情往似赠”又有“兴来如答”輥輱訛。徐复观深谙“中国艺术精神”，为何偏偏要尝

试以哲学的逻辑的方式进入中国诗性文论？这种尝试有时是很危险的。《文心雕龙·情采》：“夫

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輥輲訛这是一段极富诗意也是

极富艺术精神的文字，有比兴有隐喻，有典故有声律，有诗情有理趣。可是，徐复观为说明“情”

与“采”的主客二分，硬是把这段诗性文字绑架到哲学和逻辑的砧板上作“主体”与“客体”的切

割：“铅黛”是“客观因素”，“淑姿”是“主观因素”；“文采”是“客观因素”，“情性”是“主观因素”輥輳訛。

且不说这种切割式的逻辑分析有多么的机械板滞，多么的枯涩乏味，即便是从逻辑上讲，这种

切割也是说不通的：“盼倩”是什么？是主观因素还是客观因素？“辩丽”又是什么？是主体还是

客体？

儒道释文化的诗性精神及其人格诉求，与汉语言特有的诗性品质及其言说方式，共同构

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在这个“诗性空间”，心物赠答，主客交融，三才一体，情文一

体。尤其是当古代文论家自由而自然的选择用文学文体来表述这一“诗性空间”时，古代文论

的诗性特质便经由“主体”至“文体”的途径宿命般地铸成。言说方式的文学化、语言风格的美

文化和理论形态的艺术化，使得古代文论这一诗性本体很难成为哲学和逻辑的分析对象。问

题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陆机用“赋”、刘勰用“骈”、杜甫用“诗”、白居易用

“书信”、欧阳修用“诗话”以及历朝历代大大小小的文论家用各类体裁、各式体貌的文学文体

书写文学理论和批评时，他们何曾有过哲学的筹划或逻辑的算计？而那些浑然天成的文论经

典，哪里是哲学的和逻辑的切入对象，又如何经得住哲学的和逻辑的切割？

二、当下理论判断及体系建构对历史复杂语境及变迁的忽略不计

龚文与徐文，标题虽同，论点却相异；论点虽异，方法却相似。两文方法论的相似处，除了

前述以哲学的逻辑的方法切入诗性文论本体之外，还有对历史文本之原意及语境的忽略。龚

文以“客观规范论”颠覆徐文的“主观情性论”，其逻辑前提与徐文一样：“客观规范”论的文体

观念亦为六朝文论的共识。龚文指出：“其实古来对文体的解释并无错误，文体本来就是如挚

虞《文章流别论》所说的，指语言文字的形式结构，是客观存在，不与作者个人因素相关涉的语

言样式。”輥輴訛按照学术论文的惯例，龚文既然有“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说的”云云，接下来就应

该引用挚虞的原话了。奇怪得很，龚文一句也不引。

其实，挚虞《文章流别论》的确有龚文所说的“（文体）指语言文字形式结构”那层意思，比

如谈到诗体时，挚虞称“古诗率以四言为体”；又云：“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言之

正也。”輥輵訛“四言为体”指语言形式，“曲折之体”指声律结构，二者均属于“客体规范”。但是，挚虞

论“体”又绝非“不与作者个人因素相关涉”。比如谈到颂体时，挚虞说：“昔班固为《安丰戴侯

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輥輶訛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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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与“文辞”相对，偏重于作品旨意及作者情志倾向。可见挚虞论“体”，既有主体情性之

“体意”，又有文字声律之“体制”。挚虞《文章流别论》谈到“哀辞”一体时指出：“哀辞之体，以哀

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輥輷訛一体之中，既有哀痛之情，又有叹息之辞。两者如何分得开？又何必

分开？挚虞反对“四过”，亦是强调情与辞的和谐统一。这些论述，龚文为何视而不引呢？

徐文在将“体”与“类”强行二分时，对《文心雕龙·定势》中的一句话也是“视而不引”的。徐

文先引：“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翼乎清丽。”然后将“章表奏议”、“赋颂歌诗”

等等释为“文类”，将“典雅”、“清丽”等等释为“文体”。有趣的是，徐文没有引用这段话的最后

也是最为关键的一句：“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輦輮訛刘勰的意思很明白，“章表奏议”是

“体”，而“典雅”是“势”，所谓“定势”者，就是要循章表奏议之体而成典雅之势。而徐文的意思

也很明白：如果不将“循体而成势”一句省略掉，那么“章表奏议”并非“文体”的话就说不通了。

龚文举《文章流别论》而引题不引文，徐文引《文心雕龙·定势》而省略“循体而成势”，虽是“文

辞之异”，却也“体意相类”，都是为了把自己的话说圆。

龚文不引挚虞，引的是刘勰。龚文在引用了《文心雕龙·乐府》“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

一段文字后，便断言：“文体专指声辞曲调而说，不涉及作者心志内容，至为明显。”輦輯訛仅就龚文

所引用的刘勰这段文字而言，“体”确有“声辞曲调”之义。而且不仅仅是《乐府》一篇，刘勰在不

少的篇章中谈及“体”与语言文字、声律曲调的关系，所以龚文能从《文心雕龙》中找出十来条

语录以证“文体专指声辞曲调”。龚文又断言：“体，依《文心雕龙》，是指文章的辞采、声调、序事

述情之能力、章句对偶问题的。”輦輰訛龚文的这两句“断言”，前一句中的“专指”和后一句中的

“体”，都是不加任何限定的全称判断，这显然有悖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原意及语境。说刘勰

论“体”，有时（如上篇“论文叙笔”和下篇“阅声字”）是指文章的语言结构、辞采声调；或者说，

刘勰所论之“体”，含有辞采声调、语言结构之义，均可成立。但说成是全部的“体”，而且是“专

指”，恐怕就不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而是“龚鹏程的文体论”了。徐文和龚文，对《文心雕

龙》文体论的理解和阐释，为自圆其说而各取所需，难免“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所谓东向而

望，不见西墙也”。

龚文还有一句“断言”：“刘勰绝对不是由才性规定文体，实可断言。”輦輱訛“断言”得如此“绝

对”，让人惊讶；更叫人惊讶的是，这句断言，居然是建立在对《文心雕龙·体性》“八体屡迁，功

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一句的分析之上的。当年徐文断言“文体出于主观情性”，主要的

根据就是《文心雕龙》的《体性》，而且也引用了“八体屡迁，功以学成”这段话。如今龚文引用

《文心雕龙》同样篇章中的同样句子，却得出与徐文截然不同的结论。这就奇怪了：是徐复观错

了？还是龚鹏程错了？抑或刘勰自己错了？

错，或者不错，刘勰的话都在那里，看你怎么引用怎么分析。龚文强调的是“功以学成”，

“学”的是客观存在的语言规范，所以文体与主观情性无涉。最为关键的是，龚文将《文心雕龙·

体性》这段话的后两句给省略掉了：“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輦輲訛有了这两

句，徐文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文体出于情性”，因为“这两句是对文体与情性的关系加以总结”輦輳訛；

而没有了这两句，龚文的“刘勰绝对不是由才性规定文体”的“断言”方可成立。同样的两句话，

对于徐文而言，必须有；对于龚文而言，可以没有。这实在是一件颇为吊诡的事情。

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决定了它并不擅长于哲学思辨和逻辑演绎。中国古代文论的

诸多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其诞生之初，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内涵界定和严格的外延限制；而后，

在其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之中，历朝历代的使用者和阐释者，在缺乏辨析和限定的前提下，不

断地添加或删削内涵，不断地扩展或减缩外延，从而使其义蕴渐趋复杂，使其义项渐趋多元。

54



龙学的困境———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反思

由此，又给后来的阐释者同时带来两种完全相反的效应：更加艰难与更加容易。所谓“艰难”，

是指研究者很难用思辨（即哲学和逻辑）的方式进入中国古代文论，那些以思辨为唯一方法的

研究者，越是执著地追求逻辑的严密和体系的严整，就越是远离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实际，从

而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价值。所谓“容易”，是指研究者在给古代文论的术语或概念定义、定性

时，或者在建构范畴和理论体系时，如果对复杂多变的历史语境忽略不计，则可以很轻松、很

愉快地从文论典籍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材料。这里的“容易”还有另一层含义：当你准备反击

某一种观点或摧毁某一个体系，你同样可以很轻松、愉快地从相同的文论典籍中获得你所需

要的材料。就本文所讨论的这场学术论争而言，徐文以哲学的和逻辑的方式无法进入中国古

代的诗性文论，此之谓“艰难”；徐文与龚文借相同的材料支撑起相互悖立的观点并建构起相

互对峙的体系，此之谓“容易”。

仍然以“文心雕龙文体学”为例。刘勰所使用的“体”这个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

并被广泛地使用。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历史语境下，“体”的定义和定性复杂多元。从汉语

辞源学层面论，“体”指身体，属于“在我者”，也就是《说文解字》所说的“总（人之身体）十二属

也”輦輴訛；从原始儒学层面考察，“体”指本体，属于“在物者”，故《易》有“卦体”，《礼》有“礼体”，

《乐》有“乐体”。而“体”在用作动词时，又有着儒、道两家的区别：《尚书·毕命》讲“辞尚体要，不

惟好异”輦輵訛，《庄子·刻意》则讲“能体纯素，谓之真人”輦輶訛。“体要”者，强调文辞对内容的准确表达，

强调著者对规范的遵从和恪守，这也就是后来龚文所说的“客体规范”；“体纯素”者，则有体

察、体会、体悟、体味之意，这也就是后来徐文所说的“主体情性”。以“宗经”、“征圣”为己任的

刘勰，在撰《文心雕龙》以论古今文体时，自然要追溯并承续“体”的各项经典释义。而刘勰又是

一位既有经典意识又有现实情怀的文论家，魏晋人的情性和风骨早已化为青年刘勰的文心和

才性，而南朝绮靡采丽的文风又不可避免地染成刘勰的雕龙风习。因此，刘勰文论的“体”，除

了赓续周秦诸子的廓大与多元，又浸染了魏晋南朝的深情与丽采。今人研究《文心雕龙》的文

体论，在阐释理论范畴并建构理论体系时，如果对复杂的历史语境缺乏细致而深刻的辨析，对

曲折的时序变迁缺乏从整体到细部的悉心体察，那么，所谓“理论判断”则难免成为“主观妄

断”，而所谓“体系”又难免成为“沙器”。

无论是徐文、龚文还是颜文，都有一种“理论建构”的愿望。较之徐文的“阶层式”体系和龚

文的“圆整式”体系，颜文的体系有着明显的长处：以其“辩证式”避免了徐文和龚文的片面、牵

强和妄断。而且，颜文的体系直接导向对《文心雕龙》“文体观念”的定义与定性，“这实是一主

与客、形式与内容辩证融合的文体观念”輦輷訛。然而，就当下理论判断及其体系建构与《文心雕龙》

文本原义及其历史语境之高度契合而言，颜文所架构的《文心雕龙》文体观念体系仍有可商榷

之处。颜文用“《文心雕龙》辩证性的文体观念架构”来回答“文体是什么”，而颜文的这个带有

总括性和根本性的“架构”，是建立在对《文心雕龙·宗经》“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这一段话的细

读之上的：“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輧輮訛颜

文指出，在这六个句子之中，“情”和“风”是“主观材料”，“事”和“义”是“客观材料”，四者均属

于“材料因”；“体”是指“体裁”或“体制”，“文”是指“辞采”和“修辞”，两者均属于“形式因”；而

六句中的六个“A而不B”则统统是“体要”，意指形式与内容之间达到辩证融合，故属于“动力

因”及“目的因”。于是，“清”、“风”、“事”、“义”、“体”、“文”六项，经“体要”的有机统合之后，整

体表现为作品的“体貌”；但因为“体貌”是个别性的，千差万别，故要归纳形成具有普遍规范性

的“体式”。因而，“体式”是刘勰文体观念架构的最高层次的概念輧輯訛。

说《宗经》中的这段话指向“体要”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刘勰的“宗经”落到文体论的实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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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辞尚体要”；但“体要”如何表现为“体貌”，“体貌”又如何归结为“体式”，《宗经》并未论及，

而且《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也没有论及。考察《文心雕龙》的文本实际，“体要”、“体貌”和“体

式”这三个概念，刘勰最看重的谈得最多的还是“体要”。因而，徐文将“体貌”抬到三次元的最

高层次明显有悖于刘勰的原义，而现在颜文用“体式”来取代“体貌”的最高地位，亦缺乏足够

的材料支撑。

进一步说，既然颜文能够依据《宗经》的一段文字（“体有六义”）架构出一个文体观念体

系，那么，别的论述者用《文心雕龙》别的篇章的文字也可以达到此项目的：比如龚文用《乐府》

的“声为乐体”，徐文用《体性》的“数穷八体”。换了别的论者，还可以用《情采》的“三文”、《熔

裁》的“三准”、《知音》的“六观”或者《序志》的“四项基本原则”……既然我们能够用《文心雕

龙》中不同篇章的不同文字建构出不同的文体论体系，那么这诸多体系之中究竟哪一个才是

刘勰的呢？或者都是，或者都不是，那么这种“建构”的意义又何在呢？

三、用他山之石攻本土之玉时的事与愿违

颜文评骘徐、龚之争，有一颇有味道亦颇有深意的结尾：“说他们‘近乎是’，因其所见未全

非。然而相反的也可以说他们‘近乎非’，因其所见未全是。”輧輰訛虽然颜文自称无意于“调和”徐文

与龚文的悖立，但我们从颜文的结尾乃至颜文的整个论述中还是可以发现刘勰式的“擘肌分

理，惟务折衷”。当然，这种“折衷”或“调和”是既非“雷同”亦非“苟异”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说，颜文正是因为“折衷”才成功地避免了徐文和龚文的片面、牵强和妄断，从而“近乎是”。

前面说到颜文根据《宗经》“体有六义”建构《文心雕龙》的文体观念，而此一体系中的三大

因素（材料因、形式因和动力因及目的因）则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颜文在其注释中

说：“亚氏‘三因’之说，是形而上学的理论，本文只借用以解释文体的构成因素。与亚氏原意不

尽相同。”輧輱訛这是大实话。比如，亚里士多德“三因”之一的“形式”，是形而上的，是超验的，相当

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作品的“形式”无甚关联，与《宗经》所标举的约

而不芜之“体”、丽而不淫之“文”亦无甚关联，两者并不在同一个领域。与“形式因”相关联的

“材料因”和“动力因”及“目的因”，其“材料”、“动力”、“目的”等等，与文学理论所说的“材料”、

“动力”、“目的”等等亦无多少关联之处。研究《文心雕龙》的文体学而借鉴外来观念及方法，当

然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然而，就颜文“借用以解释文体的构成因

素”之目的或愿望而言，用亚氏“三因”这一他山之石攻“文心雕龙文体论”这块本土之玉，则多

少有些“事与愿违”了。

再回到徐文。徐文一上来就表明要“通中西文学理论之邮”，可见其自觉的“中西对话”或

“中西比较”的方法论意识。徐文有两处用到了“中西比较”：一是在严格区分“文类”与“文体”

之时，一是在认定“明、清以来，提到《文心雕龙》文体的，几乎是无一不错”之时。当然，这两个

问题之间有着显明的因果关系：因为“文类”与“文体”不容混淆，所以明清以来混淆“文类”与

“文体”的全都错了。徐文的这个逻辑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支撑这个逻辑的“逻辑”：为

什么“文类”与“文体”不容混淆？因为“genre”和“style”不容混淆。徐文以汉语的“文体”比附西

文的“style”，以汉语的“文类”比附西文的“genre”，他认为：“genre与style有不可逾越的一条界

线。因为genre（类）是纯客观的存在，谈到文章的genre时，可以不涉及作者个人的因素在内，所

以genre的形式是固定不移的。而style（体）则是半客观半主观的产物，必须有人的因素在里面。

因而他的形式也是流动的。”輧輲訛读了这段文字，我们便可以明了：徐文之所以对“主观情性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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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观情有独钟，对“文类”与“文体”之二分坚信不疑，乃至于对《文心雕龙》之中与徐文观点

相悖立的文字视而不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genre”与“style”之中文释义及区分的无

条件信任。但是，徐文的“中西比较”，既缺少对“genre”和“style”的词源学和语义学的辨析，也

缺少对“genre”与“类”、“style”与“体”之关系的具体分析，而是如有学者已指出的：“以论断代

替论证，缺少足够的学理依据”，“试图在误解双方的基础上通中西文学理论之邮”，结果是“削

《文心雕龙》和六朝文体之‘足’，以适西方语体学（stylistics）之‘履’”輧輳訛。

徐文不仅坚信西方的“stylistics”，而且坚信研究“stylistics”的日本学者：“日本数十年来，凡

是研究西洋文学的，用到‘文体’一辞时，意义皆与中国文体的本义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学的

人，用到‘文体’一辞时，则几乎都蹈袭了明清以来的错误。”而徐文要纠正“明清以来的错误”，

自然就要以西方的“stylistics”为标准了。徐文还认为，西方学者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学者关于“文

体”的分歧，影响到文学辞书的编撰：“此一分歧，更影响到文学艺术的辞书上，由研究西洋文

学艺术者所编的，在解释此词时是正确的；由研究中国文学者所编的，便多是错误的。”輧輴訛殊不

知，正是西洋文学的“正确”导致了徐文的“错误”，而且是徐文之中最受人诟病的错误。

“stylistics”这个词的构成是“styl”（文体）+“istics”（语言科学），故也可以译为“语体学”，足

见西方的文体学与语言学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stylistics”甚至可定义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

文体风格的学问”輧輵訛。这门学问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学，而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

科，则是在受到索绪尔所开创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巨大影响之后，或者说是在采用了现代语

言学的方法之后輧輶訛。中国大陆学界文体学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就是由语言学尤其是外

国语言学导夫先路的輧輷訛。因此，徐文试图借用西方“stylistics”的概念和术语来支撑其“主观情性

论”的文体观，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相比之下，龚文的“客观规范论”文体观，倒是与西方的“stylistics”有某种层面的相通之处。

龚文对文体构成中语言形式因素的强调，诸如“一切情理，都须收束、隐括在语言形式中，一切

语言形式也规定、控引了情理的生发与表现”輨輮訛这类论断，颇具有西方“stylistics”的味道。从龚文

对徐文的批判中，从龚文对语言“控引”及“表现”功能的强调中，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西方哲

学及文艺理论研究之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徐文曾发誓“现在要把文学从语言、考据的深渊中挽

救出来，作正常的研究”，并说“这才是一条可走的大路”輨輯訛。可是龚文又把文学放进“语言”的

“深渊”中去了。或许，龚文认为那不是“深渊”而是“家园”，是西方语言哲学所向往的人类诗性

的精神家园。《文心雕龙》的文体观念之中，确实有看重丽辞、声律、练字、章句的一面，确实有

看重客观语言规范即“雕缛成体”的一面。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面”，即“雕龙”的一面。还有

“文心”呢？如果龚文真的要借“stylistics”来说刘勰的文体观，同样是难以说圆的。

作为本文所讨论的这场学术论争的历史语境，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有一

个贯穿始末的方法：拿西方的观念说中国的事情。比如，20世纪30、40年代，用戈蒂叶的“为艺

术而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制造出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50、6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的阶

级分析方法，硬是从中国的山水田园诗中分析出“阶级性”，甚至将诗圣杜甫定性为“地主阶

级”的诗人；70、80年代，用西方自然科学的新三论（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研究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可以”一词暗示

事情的成功只是一种可能，而相反的可能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弄清楚“石”与“玉”

的不同性质与功能，也没有掌握“攻”的方略与路径，那么事倍功半乃至事与愿违就是必然的

结果了。

论及“他山之石”与“本土之玉”的关系，刘勰的经验或许值得注意。刘勰生活在一个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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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文化渐趋强盛而本土儒家文化相形趋弱的时代，而且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位文论家能

像青年刘勰那样在一个纯粹的佛学环境（上定林寺）浸淫十多年。在佛华冲突的文化背景下，

精通佛学的刘勰，并未用佛学的方式进入本土文论（比如用佛学术语比附中国文论范畴），当

然也没有去排佛斥佛。刘勰以弘扬本土文化为己任，以儒、道思想作文学的本原、本体之论；同

时也从佛学这一异质文明中获取精神世界的广袤性，并内化外来佛学的系统思维及分析理

论，从而铸成《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輨輰訛。由此可见，刘勰在攻“本土之玉”时借用了“他山之石”，

而且刘勰的“攻玉”是事半功倍：《文心雕龙》并无“佛”语，却是处处有“佛”。就本文的论题而

言，刘勰“攻玉”的成功实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颜昆阳因为借鉴了刘勰的“擘肌分理，惟务折

衷”，便成功地避免了徐复观和龚鹏程两位的“各照偶隙，鲜观衢路”；而我们在面对复杂的中

外文化冲突时，总结并借鉴刘勰处理佛华冲突的经验，岂不是可以由“事与愿违”走向“事半功

倍”？

在这场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学术论争中，颜昆阳称徐复观的文章“无疑地具有革命

性的创见”，又称龚鹏程的文章是对徐文的“革命式地批判”；而“鹏程之革命是否成功，仍有待

于将来学者之继续的讨论”輨輱訛。显然，“革命”尚未成功，“龙学”仍须努力。

① 1959年6月，徐复观发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在台湾学界引起争议。上世纪后半叶，王梦鸥、虞君质、廖宏

昌、龚鹏程、颜昆阳等学者均著有商榷文章，徐生前亦有多篇文章回应。内地学界，如张少康、汪春泓、陶礼天

合著《文心雕龙研究史》、王守雪《人心与文心———徐复观文学思想研究》、姚爱斌《论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

论研究的学理缺失》等，对徐文皆有评骘。

②⑦⑧⑨輥輳訛輦輳訛輧輲訛輧輴訛輨輯訛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第128页，第128页，第183

页，第186页，第148页，第127页，第125页，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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